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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治所能达

到的境界是“不忍欺”。《史记·滑

稽列传》记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

种治理境界：春秋时子产治理郑

国，严密的法律和监督机制使人不

能作恶，达到了为政“不能欺”的

境界；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通

过设置严厉的法律制度，使人不敢

作恶，达到了为政“不敢欺”境

界；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

单父，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

治理之道相结合，使人不忍心违法

乱 纪 ， 达 到 了 为 政 “ 不 忍 欺 ”

境界。

《淮南子》 中记载，宓子贱治

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

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

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

期问捕鱼者为何如此，捕渔者回

答：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

鱼。通过捕鱼者的行为，可以看

出，子贱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

想发挥到极致。孔子认为，子贱的

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

为 子 贱 做 到 了 “ 诚 于 此 者 形 于

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

化，故不忍心欺骗他，社会治理自

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与西门豹的“不敢欺”、子产

的“不能欺”相比，子贱的“不忍

欺”显然更胜一筹，是更高层次的

治理境界。《群书治要·体论》 中

也讲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

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

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

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

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

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

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

在《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

化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刑法对于

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

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

车，而是拿着马鞭而不轻易使用。

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

功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这就

是 《尚书》 上所说的“刑期于无

刑”。设立刑罚是起到警戒的作

用，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不触犯法

律。通过为政以德达到“不忍欺”

的治理境界，是中国之治的标志性

特点之一。

关于如何实现“不忍欺”的治

理境界，《群书治要·傅子》 中

讲：“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

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

之也。”换言之，实现善治，既需

要完善的治理体制，也需要具备治

理能力的管理人才。如果缺乏德才

兼备的管理者，就只能达到“不能

欺”和“不敢欺”，而无法达到

“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

治理者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实

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至关重

要。这就要求治理者必须承担三种

角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

治理者既要承担率领、引导、管理

的职能，还要关爱属下，甚至要像

父母关爱儿女那样关爱属下，正如

《六韬》 中所讲，善于治国者，对

待人民如同父母关爱子女，兄长慈

爱兄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

之劳苦，则为之悲。《春秋左氏

传》 中也记载：“国之兴也，视民

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

土芥，是其祸也。”此外，治理者

还要承担教导属下的职责，特别要

教导以“五伦八德”（五伦：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 为主要内容的伦理

道德。而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是为

人师表、上行下效。正如《说文解

字》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

也”。孔子也强调：“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

者 ， 正 也 。 子 帅 以 正 ， 孰 敢 不

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治

理者唯有正己化人才能达到良好的

治理境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治理者的

道德引导和礼仪教化作用，因为这

可以培养、引发民众的羞耻心，使

百姓心悦诚服归附。不仅如此，能

够起到君、亲、师作用的治理者还

可以“绝恶于未萌”“防患于未

然”，将问题与矛盾杜绝和处理在

萌芽阶段，并领导民众在进德修业

的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这些都是

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要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

界，就必须秉持修身为本、教学为

先的治国理念，提倡治理者先受教

育。因此《大学》中强调“自天子

以 至 于 庶 人 ， 壹 是 皆 以 修 身 为

本”。在《盐铁论》中提到：“法能

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

不能使人仁。”在 《淮南子》 上也

说，“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

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

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

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

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

教之所成也。”可以说，正是通过

治理者为政以德的修身和率先垂范

的教化，才能令百姓信服，达到

“不忍欺”的治理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

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在这种文化

中，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是围绕着

如何把人培养成为贤人君子，并把

贤人君子选拔到领导之位这一核心

而展开。因此，从教育制度开始，

就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

才，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试、

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

度上落实“学而优则仕”“爵非德

不授，禄非功不与”“进贤受上

赏，蔽贤蒙显戮”等原则，保证了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治理结

果如 《六韬》 中所言：“其政平，

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

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

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

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

饿之民。”

总之，重视发挥管理者为政以

德的教化功能，强调修身为本、教

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以

此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下，黄河文化

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得到流域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批文化工程

正在规划酝酿，相关创作与研究工作

积极展开，黄河文化建设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景观。如果从史学工作的角度

出发，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建

设，与一般性的文化建设相比，有以

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国家战略层面的黄
河文化不可“失焦”

我们日常谈论的黄河文化，可以

指历史与现实中与黄河相关的一切物

质生产活动与精神实践活动，其主体

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创造的一切文

明成果。黄河文化的博大决定了人们

对其的认识必然见仁见智，这亦是黄

河文化深入人心且富于生命力的表

现。但当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

扬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时，必须

体现出国家意志的清晰指向。历史

上，国家文化战略的“失焦”有着深

刻的教训，而“聚焦”亦有着生动的

经验。

战略性的文化建设活动是中国历

代王朝的一贯传统，包括典章厘定、

史书编写、文学创作与大型书籍修撰

等。国家以制度与财力对这些文化建

设活动给予充分的保障，一大批重要

文化成果应运而生。历代“正史”的

修纂、《皇览》到《永乐大典》等类书

的编制、鸠摩罗什与玄奘的佛经翻

译、《昭明文选》到《全唐诗》等文学

总集的修纂等，无不成为中华文化的

瑰宝。然而这些由国家推动的文化工

程，对于国家自身的命运却产生了不

同的效果。姚秦政权大力资助译经，

却因无补于治理很快灭亡；梁武帝与

隋炀帝时期重视修纂文集类书，却变

相助长浮华政风，最后酿成颠覆性危

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化战略

“失焦”的表现。相形之下，唐太宗支

持魏征等名臣以“务乎政术，存乎劝

戒”为宗旨摘录出《群书治要》、以总

结前代得失为目的大力推动 《隋书》

等前代史书编写，暂停一般性文集、

类书等编纂，使文化战略聚焦于为治

国理政提供支持，为“贞观之治”的

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因此，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

传承、保护、弘扬，必须首先明确焦

点；这个焦点，就是要服务于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为

黄河流域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强

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焦点清晰，具体

工作中的抓手才能明确，才能有针对

性地扎死寨、打硬仗，诞生一批既服

务现实又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化成果。

在焦点任务之外，与黄河相关的一般

性文化工作，不用担心因此受到忽

视，业已成熟的分工体系可以保证其

与国家战略并行不悖。宣传与党史部

门重视好黄河流域红色基因的传承、

史学工作者搞好黄河相关的历史研

究、文物工作者搞好流域内的文物保

护、文艺工作者提升与黄河相关的创

作水平，都是在为黄河文化发展做出

贡献。唯有焦点清晰，黄河文化传

承、保护、弘扬工作才能产生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成果，真正把“中华民族

根和魂”守护好、发展好。

治水文化建设应是
黄河文化国家战略的核
心之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战略中，“水”是多次出现的重要关键

词。水资源保护、解决好水沙关系、

推动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无不与

“水”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早在神话

时代黄河流域就是大禹治水的主战

场，黄河治理又与历代各王朝的命运

息息相关。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观

察，治水文化都在黄河文化中占据重

要的地位。

科技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

底色。汉代以来，前人在黄河治理特

别是下游防洪方面积形成复杂的技术

体系，道光年间成书的 《河工器具图

说》 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黄河堤防建

设中每一种工具、每一类预制件的详

细图文记录。近代以来，李仪祉等现

代水利先驱提倡科学治河；新中国成

立以来，河流动力学等相关学科飞速

发展，当代治河方略的制定已从经验

归纳走向数字模拟论证，治河事业根

本改观。我们应当深入分析古代治河

史中技术扮演的复杂角色，大力宣传

现代科技对于黄河治理的决定性贡

献，用科技的视角和观点为黄河文化

的当代复兴赋予新的方向感。

制度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

核心内容。漫长的治河历史浸润着中

国政治与社会文化中发达的制度要

素，黄河流域现代治水制度的发展就

是生动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黄河

水利委员会的职能设置明显有祖述清

代河道总督的痕迹，陕西、内蒙古等

地的灌溉管理机构则借鉴了传统水利

共同体的组织原则。为了应对20世纪

50年代黄河、淮河等流域严峻的水旱

灾害，从中央到地方防汛抗旱指挥机

制逐步建立，突破行业与部门局限的

防汛抗旱工作成为政府处理非常规事

件能力的主战场之一，为建立现代国

家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经验。黄

河流域治水制度体现出的管理机制、

动员体制、政府行为规律等制度文化

要素理应得到充分重视，将为当前提

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重要借鉴。

生态文化是黄河流域治水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河患是中国最古老的

生态问题之一，下游泥沙淤积与中游

植被破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清代已为

有识之士所重视。在黄河上、中游，

藏族与蒙古族同胞关于河流的种种信

仰与禁忌，渗透着朴素的生态平衡与

生物多样性观念；在祁连山区，清代

开始就有官民合作保护水源林的明确

制度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

的水土保持工作、“三江源”保护等生

态工程、全流域水资源管理调度使得

流域生态环境总体向好。如今，生态

保护已成为黄河流域治水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的

地位也将从偏裨变为核心。如何总结

经验、在治水活动中建立恰当的生态

保护目标与机制、激发全社会的生态

保护特别是水资源保护意识，是当代

治水文化建设中的新课题。

人类治水活动历史悠久、分布广

泛，但如黄河治理这样规模巨大，对

民族与国家的影响如此深刻者、其现

实意义仍然如此巨大者，世界范围内

难有其匹。治水文化高度凝练了黄河

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涉

及诸多行业和领域，应当成为当前国

家战略层面黄河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之一。

黄河文化建设实施
中亟须注意的问题

黄河文化建设的具体形式要体现

时代的新要求。清代康熙年间，朝廷

推动了 《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

等书籍的编纂。但当时知识界对于将

各种书籍拆散后重新编排、不重文字

校勘容易以讹传讹的类书已不满意。

因此，这些类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不

如其后保持书籍自身结构、注重版本

校勘的 《四库全书》。在过去一个时

期，编纂各类丛书、开发数据库是各

级政府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之一，成

绩固然明显，但大型丛书质量参差、

内容驳杂，数据库难以拓展兼容、不

便实际利用。今日的黄河文化建设，

应当充分顺应研究精细化、传播网络

化的时代潮流，文献整理应在质量而

非规模上下功夫，数据库建设应考虑

现有数字资源的有效整合。

黄河文化建设要体现地域分工、

行业协作。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修纂

中，各方志在不离基本规范的前提下

于体例安排、文献剪裁方面都有各自

的风格，其中佳作迭出。清代末年，

学部下令各地编纂风土志，条目化的

指导意见把富于创造性的修纂活动变

成了填表，成书质量不高。黄河流域

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存

在较大差异，故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

下，各省去黄河文化建设不宜过分整

齐划一。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战略的

黄河文化建设应积极采取各行业协作

的方式。如治水文化建设，曾被视为

水利系统内部的行业性文化活动，但

事实上牵扯到的行业很多；故在学术

上应引入多学科展开综合研究，水

利、文保等部门联合构建黄河流域治

水博物馆群，教育部门主导黄河治水

故事进课本、进校园，外宣、外交部

门积极推动黄河治水经验走向国际、

形成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

近代学者张君劢曾提出，中华文

明的发展，先后经历黄河时代、长江

时代与珠江时代。事实上，中华文明

的复兴不能在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缺

席下实现。作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与弘扬，必须立足历史、

面向现实、展望未来，为将黄河流域

从民族诞生的摇篮变为民族复兴的热

土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为永葆黄河

文化“其命维新”的生命力做出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

历史上的“变法”，有商鞅变法、王

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历史上的“新

政”，有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历史上

的“改革”，有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

等。往事越千年，以大历史观之，中国

呈现的历史常态是变革的此起彼伏，经

久不衰。变革如一剂良药，早变早强，

大变大强，不变者必衰亡。

纵观中国历史，那些锐意变革的先

驱 者 担 当 者 ， 大 多 具 有 非 凡 的 气 度 才

情。管仲被誉为“天下之才”；桓公有不

记 “ 带 钩 之 仇 ” 的 雅 量 ； 商 鞅 “ 年 虽

少，有奇才”；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

乱，娴于辞令”；唐太宗“聪睿，玄鉴深

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后来的改革

家，如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人品才

华堪称一流的人物。清末主持变法维新

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则是一

批忧国忧民、才兼中西的精英人物。这

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意识、没有洞察利弊得失的睿智、没有

坚毅果断的意志，变革的壮举无从谈起。

能不能将改革推行到底决定了战国

七雄的最终命运。秦外六国的改革也曾

取得显赫的业绩，尤其是管仲相齐，魏

国李悝变法、吴起改革，申不害治韩，

分别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改

革，先后称霸于中原，左右着天下的大

局。但它们的改革都不够彻底，浅尝辄

止，没有真正持续地深入下去，因而只能

强盛一时。秦国则不然，它的发展水平原

比 其 余 各 国 落 后 得 多 ， 作 为 “ 西 陲 小

国”，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其

“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却非常坚决彻

底。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而厉行耕战政

策；在政治上，厉行法制，铲除奴隶制特

权；在军事上，颁行20等军功爵制而“壹

民于战”。经济、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相

互结合，长期奉行，坚持不懈。这是其

余各国所不能比的，秦国因此迅速富强

起来，后来居上，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机对事物

的变化发展，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在

社会仍处于繁荣发展时期，由于承平日

久，安于故习，因循守旧的思想往往很

严重，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关键在勇于

开 拓 。 汉 武 帝 时 代 的 军 事 改 革 就 是 这

样。在武帝之前，西汉长期受匈奴的威

胁，强大的匈奴铁骑经常南下，不仅袭

掠北部边境地区，有时居然直逼汉都长

安。到武帝时，西汉经过 70 余年休养生

息，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出现空前繁

荣 发 展 的 局 面 ， 具 备 了 大 规 模 改 革 军

队、建设骑兵、转变战略、战胜匈奴、

解除边患的条件。在新的形势下，大多

数勋臣宿将仍然固守以往的“和亲”之

策，不敢同匈奴抗衡。汉武帝则以其雄

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紧紧抓住这一历史

良机，力排众议，决心实施战略转变，

整顿京师南、北军，建设强大的骑兵，

提拔重用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

并制定 17 级武功爵奖励战功。经过这一

改革，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终于战胜

匈奴，解除边患，促进了祖国边疆的大

规模开发和统一。

清末，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

为 、 梁 启 超 等 提 出 变 法 改 制 ： 裁 汰 冗

员、撤减衙门、废八股、倡实学等。但

这场变法从开头到终结不过区区百日，

便被反变法的势力扑杀。晚清的社会危机

已经非常严重，可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

封建守旧势力当局者迷，以为混下去没问

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的

要求很温和，掌握大权的人却视新的思想

和技术为“蛮夷小技”，一点变动都接受

不了。国家命运又与爱新觉罗家族内部

的争端搅在一起，从而错失良机，耽误

大局。等到问题的积累超出了临界点，

再想变革也没有机会了。

中国史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中国

之所以成为泱泱大国，华夏文明之所以

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与不断地通过

改革以吐故纳新有重要关联。

变
革
是
历
史
的
常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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